政策导向应释放支持女性就业信号
编者按
近日，本报连续推出了“焦虑的中国妈妈”系列观察报道后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响。焦虑，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妈妈的心理常态。如何解决焦虑？困惑着不少妈妈们。今日起，本报继续推出“焦虑的中国妈妈”系列观察，从专家的角度试图为焦虑的中国妈妈们找出解决焦虑的良药良方。
当下，平衡家庭与工作是每一个身在职场的女性尤其是妈妈所面临的困惑，这也是造成她们精神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帮助妈妈们克服挑战，缓解焦虑，需要家庭和社会政策的支持与保障。
公共政策缺乏对女性就业支持
对于当下的妈妈们来说，托幼问题最严峻。
“0~3岁孩子的妈妈最需要的支持是廉价、安全的日托中心（托儿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沈尤佳告诉记者：“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由城镇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自掏腰包开办托儿所，为0~3岁的幼儿提供公共照料服务。”
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国有企业改革，由单位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包括托儿所的功能被视作了国有企业竞争力低效率的包袱，不能极大地获取利润，这部分职能因此被剥离给了社会，继而被剥离给了开办人。”从那时起，幼儿照料就成了妈妈们的大问题。
而对于3~6岁孩子的妈妈们来说，“优质的幼儿园资源正在向城市、大城市集中，公办幼儿园的比例也在不断递减，绝大部分幼儿园依靠民办”。因此沈尤佳指出：“当学前教育机构进入市场化和资本化，中低收入家庭只能接受低廉低质的学前教育，或甚至不接受学前教育，这导致了他们的孩子可能‘输在起跑在线’。”
“计划经济时代，托幼政策与女性就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支持女性就业’”，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蒋永萍回忆道，而20世纪80年代后托幼政策的社会化、市场化，让这一时期的托幼政策语境中对“支持女性就业”的强调越来越少，政策衔接的空档期就造成妈妈在家庭中的负担过重。
政策引导男性共担家庭责任
“总体上来说我们家庭政策里促进妇女发展的视角不是特别明确。”在蒋永萍看来，作为家庭政策之一的托幼政策应该以支持妇女发展为明确目标。
她说：“很多跟生育有关的政策还秉持传统观念，从市场经济角度决定家中挣钱少、发展性低的人员承担家务劳动和养育劳动，这从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社会对女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认识，也造成了企业的统计性歧视。”
蒋永萍认为，应通过政策导向发出信号,生养孩子不应只是妈妈的责任。
要做到尊重性别差异的实质性平等，父育假不可忽视。“男性作为父亲，也是角色的转化，初为人父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应与妈妈公担子女照料的责任。”联合国妇女署项目官员郭瑞香建议,“政策上应给予男性必要的父育假，尊重男性的需求，让男性也能享受到这种福利。”
然而今天中国妈妈们产生焦虑的原因，并不能简单的归为“男女不平等”，沈尤佳指出，“今天中国妈妈们的困境，是整个资本再生产体系对传统父权文化当中男权主义的利用所造成的”。
“资本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能够为资本积累提供生产的个体，一类是低价值、不被纳入生产性劳动领域的，比如妈妈或隔代的妈妈，她们最适合提供的劳动就是无偿照料劳动，来保证整个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 这使得妈妈们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在不断重复照料子女和隔代子女的劳动。”
“这种困境更多是低收入家庭中妈妈的困境。” 沈尤佳因此呼吁，应引入阶级视角制定家庭政策，来支持处于困境的妈妈们。“如果家庭政策的制定纳入性别视角，对妈妈们会有帮助，但并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只有同时纳入性别视角和阶级视角，才会促使我们处于同一阶段地位,中低收入家庭中的男性一起呼吁,要求雇主拿出部分利润来投入,支持整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活动。”
法制建设促进家庭政策建设
如果要解决妈妈们当下的困难，沈尤佳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要认识到我们的儿童不是家庭的私有品，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品，所以对儿童提供日间看护和学前教育，应该被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内，同时去市场化和去资本化。”她建议，由国家出面筹资提供公共服务。
那么问题来了：资金从何而来？“一个国家的公共财政责任首先要满足国家经济长期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满足国家经济长期增长所需要的义务教育和医疗、养老等，日间照料并不位于优先位置。”这在国际惯例中亦然。因此她认为，“这部分支出并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多应是企业职责。因此企业有责任和义务为全社会劳动力再生产部分买单。”
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把“法治中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女子学院法律系教授刘明辉认为，法制建设脚步的加快也将促进家庭政策建设的步伐。
“目前生育保险制度没有国家兜底，以支定收略有结余，如果扩大适用范围或提高标准就得提高费率，就会增加企业负担，从而引起性别歧视。”刘明辉认为，只要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妈妈们遭遇的棘手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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